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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 
縣（市）區域發展與社會行銷模式：恐懼訴求之啟示 
韓 釗* 
 
摘 要 
  臺灣接二連三發生一連串的食品安全問題，造成社會人心惶惶，民眾恐懼不
安。本文由社會行銷的恐懼訴求角度切入，以延伸平行處理模型為基礎，探討政
府機關在保障基本人權中免於恐懼的自由時所應履行的角色功能與責任。鑒於人
民因各種食品安全問題所形成的威脅感受，在未能同時獲致相對高效能感因應對
策的行動建議困局中，通常只能迫於無奈地採取壓抑恐懼情緒的恐懼控制反應，
致使其必須不斷在高度不確定的精神壓力下委曲求存。長此以往，這種普遍瀰漫
恐懼情緒的社會情境勢將喪失人民安居樂業及區域永續發展所必須具備的要
件。為求亡羊補牢，各級政府機關應一方面致力查緝導致民眾恐懼不安的不法或
無良行為，並檢討修補現行法規制度之疏漏缺失，另一方面在施政內涵中加入同
理心與慈悲心，深入了解並衷心關懷民眾的切身感受，俾重建民眾對政府施政能
力的信心，而能在免於恐懼的生活環境中共創發展榮景。 
 
關鍵字：社會行銷，恐懼訴求，延伸平行處理模型，效能感，區域發展。 
 
壹、前言 
  黃色小鴨遊臺灣，在商業行銷(commercial marketing)與傳播媒體的推波助瀾
之下，藉鼓動風潮掀起話題，而在從高雄北上桃園、基隆的展示場，形成了一波
波人潮聚集的賞鴨熱。相對於黃色小鴨熱，引起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另一個熱門
話題，則是胖達人添加人工香精及大統長基食用油添加棉籽油與銅葉綠素，並在
連鎖反應下引發社會大眾對各種麵食、飲料及其他加工食品添加化學合成物質而
可能損害人體健康的疑慮。 
  自商業行銷的角度而言，黃色小鴨之展示確已達到了製造話題與吸引賞鴨人
潮的預期效果。然而，某些心理學者與精神科醫師則認為，黃色小鴨風靡全臺的
狂熱現象，相對地卻凸顯出臺灣社會彌漫焦慮不安與恐懼情緒的事實，故社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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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基於安全感依賴的心理投射，欲借助黃色小鴨的療癒效果，營造模糊焦點與逃
避現實生活問題的紓壓管道，致使黃色小鴨的出現無形中附帶發揮了撫慰人心的
未預期功能。這種民眾對諸多民生問題在內心恐懼不安，而在潛意識中寄情於黃
色小鴨、泰迪熊、凱蒂貓與圓仔小貓熊等萌化玩偶以求獲得一分幸福快樂感覺的
強烈對比現象，似乎正意味著各級政府施政方向與重心之定位偏離民眾需求的問
題已逐漸蘊釀成形。長此以往，不僅區域發展失衡的困境將次第浮現，而國家永
續經營根基受到侵蝕的情形亦勢將愈演愈烈。 
  針對當前各級政府施政偏重商業行銷效果卻輕忽民眾切身需要的傾向，本文
從社會行銷(social marketing)的觀點切入，一方面說明社會行銷的時代意義與考
量重心，另一方面則以社會行銷實務中常用的恐懼訴求理論為基礎，分析政府應
注意的問題癥結與施政關鍵。本文之結構安排，於第二節將首先經由社會行銷定
義與觀點的演化歷程，闡明屬於感性面的情緒逐漸受到重視的趨勢，並以行銷相
關領域的恐懼訴求為主體，說明運用情緒改變行為的案例與作法。第三節則以探
討恐懼的功能與行為反應為基礎，分析恐懼訴求的機制與決定訴求成敗的關鍵。
第四節將以恐懼訴求的政策意含為核心，闡述基本人權中免於恐懼自由的時代定
位，並討論政府在推動區域發展過程對人民的切身感受與情緒反應所應給予的重
視與關懷。最後，本文綜述各節討論重點並提出結論。 
貳、社會行銷的意義與演化歷程 
  社會行銷係在延伸與擴展行銷領域的考量下興起，並應用行銷學的知識、概
念與技術以促進社會與經濟目的之達成(Andreasen, 2012; Hastings, 2011)。雖然，
社會行銷因其著眼於推銷有裨益於個人或社會的行為、理念與價值觀等非實體議
題而和商業行銷之聚焦於銷售實體產品、服務及注重組織利得而有明顯差異，但
二者的基本精神則均在強調經由說服標的群體自願接受其所推銷的事物而改變
本身之行為(Kotler & Lee, 2009)。因此，在區域發展的政策執行過程中，如能借鑒
社會行銷的策略知識與實務經驗，應將有助於贏取人民對政策的接受與支持，並
相對消弭標的群體的抗拒態度及行為。 
一、社會行銷的發展與演化 
  在早期文獻中，Kotler and Zaltman (1971)把社會行銷定義為「將產品的規劃、
訂價、傳播、配送及行銷研究納入考量，以針對影響社會理念接受度的計畫進行
設計、執行與控制的計算」(p. 5)。雖然，社會行銷的初期定義是聚焦於其應用
商業行銷工具以使標的群體產生預期反應行為的功能面(Takas, 1974)，但隨著時
代的演進，當代學者則側重於其目的面，轉而強調社會行銷在創造社會福祉方面
的重要價值(Donovan, 2011; Lefebvre, 2011; French, 2010; Kotler & Lee, 2008)。基於
上述演變，社會行銷的新時代意義乃成為「應用行銷原則與技術進行價值的創造、
溝通與傳輸，以期影響標的群體行為而造福社會(如：公眾健康、安全、環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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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及標的群體的過程」(Kotler & Lee, 2009, p. 51)。有鑑於此，當前社會行銷的
著眼點應以改善個人與社會的處境為首要考量，而非僅止於影響人們以達成特定
社會計畫的目標(McKay-Nesbitt, DeMoranville, & McNally, 2011)。 
  就社會行銷的演化軌跡觀之，社會行銷活動的範圍在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下持
續擴張，而涵蓋了包括：產品、服務、行為與價值觀等包羅萬象的社會議題在內
(Kennedy & Parsons, 2012)。例如，社會行銷在早期多被用於推廣與公共衛生有關
的產品與服務如：保險套使用、避孕宣導與家庭計劃等(Lefebvre, 2011; Wymer, 
2011)。同時，針對如：吸菸、酒駕、賭博等會造成疾病、傷害或死亡的不良行
為或生活習慣，社會行銷亦常被用來協助標的群體減少其危險行為因子，並設計
行動發展計畫以鼓勵及推廣如：健康飲食、終身學習、永續發展等有益身心之活
動與高品質的生活型態(Kennedy & Parsons, 2012; Gordon, 2011; Lefebvre, 2011)。
近年來，Kotler and Lee (2009)更展現高度企圖心，賦予社會行銷一個對抗貧窮的
新角色，希冀能將社會行銷從單純地提供窮人財貨與服務，升格為應用行銷工具
以了解、影響並協助窮人發展其自己的問題解決方案，從而經由凸顯社會行銷所
具有的價值驅動屬性使之邁上另一個發展顛峰。 
  基於上述觀點，社會行銷的首要工作即是藉了解人們生活的實質內涵作為設
計變革計畫的先驅(Tapp & Spotswood, 2013)。易言之，社會行銷計畫必須以標的
群體為中心，以期深入了解人們本身如何看待其日常生活的問題及冀求何種解決
方案(Lefebvre, 2009)。因此，社會行銷學者乃提出價值合創理論(value co-creation 
theory)，主張經由對話、互動、溝通與協力等活動，將標的群體引入社會變遷過
程，使之成為價值合創的直接參與者，並借助價值聯合傳輸將標的群體與社會行
銷者共同分享的新價值觀導入傳輸網絡系統的協調網絡中(Domegan, Collins, 
Stead, McHugh, & Hughes, 2013; Lefebvre, 2012)。 
  綜上所述可知，自從學者於 1970 年代初期提出社會行銷此一概念以來，其
對社會所具有的時代意義亦不斷與時俱進，並可就其基本精神與作法整理如下
(Hastings, 2011; Kotler & Lee, 2011)： 
  (一)社會行銷的目的在創造社會的良善境界與福祉。 
  (二)社會行銷的方向，無論是促進公共衛生、減少危險行為或消除社會貧窮
問題，多傾向於以減少社會與個人的痛苦狀態為考量重心與行動焦點。 
  (三)社會行銷的行動應深入了解標的群體的切身之痛，並應將標的群體的觀
點引入解決方案的設計過程，俾經由價值合創途徑共同建構良善的社會生活。 
二、社會行銷中的理性與感性 
  傳統以認知科學為基礎的行為與社會科學均一貫強調，欲解釋人類行為之形
成，理性即使不是唯一因素，至少也是首要的主導因素(Lazarus, 1999)。然而，
晚近的神經生物學研究卻發現，在我們採取行動以回應環境刺激的過程中，情緒
和認知二者經常是相互連結而無法予以明確劃分的(Storbeck & Clore, 2007)。因此，
如欲改變一般人的行為、理念或價值觀，僅採取說理方式設計說帖，卻相對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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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面的考量，必將事倍功半，甚至徒勞無功。 
  近二十年來，神經科學在探索側重理性之認知與偏向感性之情緒二者間的相
互依存關係方面，已取得長足的進展(Dalgleish, 2004; LeDoux, 1989)。例如，以帕
夫洛夫古典制約理論為基礎所進行的恐懼制約實驗發現，恐懼情緒常會在大腦進
行資訊處理時干預認知衡量的過程，並影響利害評估的判斷與決定(Maren, 2008; 
Ö hman, 2008)。在另一方面，Romanski and LeDoux (1992)則指出，大腦中的杏仁
核(amygdala)介於處理制約刺激的感官神經與控制制約反應的運動神經之間，扮
演掌控情緒的角色。同時，人類大腦在處理外界的威脅訊息刺激時，乃是透過兩
條神經通路與杏仁核相連接。 
  第一條神經通路是視丘－杏仁核通路(the thalamo-amygdala pathway)，其在
處理威脅訊息時直接繞過視丘到大腦皮質(cortex)的路徑，因而排除了皮質層對
刺激訊息處理所應產生的影響。視丘－杏仁核通路在處理訊息時路徑較短，速度
較快，但在辨別訊息內容的正確度方面卻顯得相對粗糙，故被稱為低階通道(low 
road)。第二條神經通路是被稱為高階通道(high road)的視丘－皮質－杏仁核通路
(the thalamo-cortico-amygdala pathway)，該通路在視丘和杏仁核間增加了幾個皮
質－皮質鏈結(cortico-cortical links)，以協助對所感知的環境訊息進行更繁複與精
確的分析。然而，為了履行此一理性認知功能，大腦相對必須付出耗時較長、反
應較慢的代價(Ö hman, 2008; Storbeck & Clore, 2007; LeDoux, 1996, 1995)。 
  在社會行銷理論的發展歷程中，其傳統模型亦採取行為與社會科學的主流觀
點，事先假定人類行為的形成是以理性認知為基礎，而未重視情緒的非認知影響
力，對於人們對環境中客體事件的理解與詮釋過程亦傾向避而不談(Carvalho & 
Mazzon, 2013)。然而，依據 LeDoux (1996)對大腦的研究發現，人類行為是大腦系
統無意識運作的結果，而人們也傾向依其無法充分表達的理由採取行動。 
  基於和神經科學類似的研究觀點，心理學與行為經濟學領域的學者亦提出所
謂的二元系統架構(dual-system framework)，主張人們行為的形成分別受到兩個
系統的影響，其中系統一(System 1)代表直覺的思維過程，常依據捷思(heuristics)
的判斷迅速作成直覺式的解決方案。但是，由於直覺判斷高度受到所處決策情境
的系絡因素影響，並且對當下愉悅感的敏感度極高，故十分易於受到決策當時心
情的左右。其次，系統二(System 2)是一種理性思辨的過程，在有意識的運作下
具有較高的可控制性，但決策判斷的正確性與周延性會受到個體認知能力高低的
影響。同時，由於系統二進行決策所須花費的時間較長，以致無法迅速針對環境
要求採取回應行動，故通常只在人們感到系統一出錯時，才會接手在大腦中進行
以理性認知為基礎的詳細分析(Evans, 2008; Kahneman, 2003; Haidt, 2001)。 
  事實上，人們日常生活的實際行為多是由系統一負責掌控，而只有當人們對
自己的行為進行反思時，才以深思熟慮的態度運用系統二進行心智認知的思考。
因此，社會行銷計畫的設計，應認清人類行為並非總是由價值中立的客觀事實所
導引，而大多是依人們對所謂客觀事實所進行的理解、詮釋及經驗建構結果所決
定，才能避免受到天真唯實論(naive realism)的誤導與擺佈，而真正了解標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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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切身感受，並和他們共同創造有價值的問題解決方案(Carvalho & Mazzon, 
2013)。 
三、恐懼與恐懼訴求 
  恐懼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基本情緒，也是聖經中所提到的第一項情緒
(Spigelman, 2010)。恐懼由自律神經系統(autonomic nervous system)控制，俾針對
環境中的各種可能威脅，迅速採取維持生存所必要的反應行動(Ekman, 1999)。 
  恐懼訴求是針對人類的恐懼情緒，利用經過精心設計的勸誘訊息，一方面描
述特定威脅可能造成的可怕結果以引發標的群體的恐懼反應，另一方面並鼓吹標
的群體採取特定行動以消除其所畏懼災禍的發生機會(Witte, 1992)。在商業領域，
恐懼訴求早已被廣泛用於產品與服務的行銷活動，尤其對於那些尚未成為某種產
品或服務的顧客，恐懼訴求更有助於為廠商開拓潛在客群(McDaniel & Zeithaml, 
1984; Spence & Moinpour, 1972)。在政治圈中，仇恨、希望和恐懼是政客用來動
員選民效果最大的三種情緒，其中尤其以擅用恐懼的政治人物更是所向無敵，故
在政治場合中一直被視為一種煽惑民眾、打擊對手及挖取選票的利器(Westen, 
2007)。至於社會行銷領域，恐懼訴求更是經常被用作遂行逆行銷(demarketing)
的有力工具，藉以說服標的群眾減少菸、酒及毒品、禁藥等產品的消費與使用，
或是避免從事危險駕駛、不安全性行為及過度消費等有害身體健康的行為(Kotler, 
2011; Kotler & Levy, 1971)。 
  恐懼訴求的文獻散見於心理、行銷、傳播、醫藥保健等多個領域，而早期研
究大多自學習理論觀點切入，探討以誘發恐懼的訊息製造負面驅力而促使標的群
體採取反應行動的傾向(Witte, 1998)。基於經由學習以改變行為的看法，有效的
恐懼訴求應至少包含以下兩類資訊：第一類資訊是向標的群體(target group)描繪
某種特定威脅以引發其恐懼；第二類資訊則是對標的群體建議有效的因應行動，
使之能藉以消除威脅、紓解恐懼(Lennon, Rentfro, & O'Leary, 2010)。由此可知，恐
懼訴求的訊息內容不僅應能導致恐懼的產生，並且須提供人們如何採取行動以脫
出恐懼陰影的希望(Witte & Roberto, 2009)。至於人們對恐懼所產生的反應過程及
行為內涵，則將於下一節借助有關恐懼訴求機制的理論加以闡述。 
參、恐懼訴求的機制與成功關鍵 
  就其實質內涵而言，恐懼訴求乃是傳達威脅訊息以引發恐懼反應，藉以促使
標的群體為避免威脅事件的不良後果而改變行為，其訴求主體是威脅，恐懼則是
威脅所導致的情緒，故恐懼訴求應被稱為「針對標的群體的恐懼提出訴求」較為
貼切，也較不致造成誤解(Rotfeld, 2000, p.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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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恐懼的功能與行為反應 
  恐懼是一種具有長遠演化起因的功能性情緒，發源於哺乳類動物在演化過程
中所形成的防衛系統，也是普遍存在於人們生活經驗的一種負面情緒(Ö hman, 
2008)。雖然社會建構學派認為恐懼是個體在社會學習過程中所形成的反應模式，
但主張進化論的學者卻抱持著恐懼是一種物種演化與基因遺傳結果的見解
(Ekman, 1999, 1992)。以上兩種理論對恐懼究竟是基於學習抑或遺傳的看法，實
證研究結果均分別有證據予以支持。 
  首先，在帕夫洛夫恐懼制約實驗中發現，制約刺激會引發習得的情境恐懼反
應(Maren, 2008)，而恐懼制約甚至會使受試者將恐懼反應和無害的刺激連結在一
起(Ö hman, 2008)。在另一方面，神經生物學的研究發現，恐懼情緒會使受試者不
自主地對威脅產生回應，以迅速採取對應的調適行動(Hofmann, Ellard, & Siegle, 
2012)。例如，田野調查研究發現，獵物對位於遠方的掠食者會產生中度恐懼而
以維持靜止的對應行為避免被掠食者發現，但對近在咫尺的掠食者則會引發高度
恐懼而表現逃跑或對抗撕咬的積極防衛行為。另有實驗發現，老鼠在無路可逃的
小箱子中受驚嚇發生恐懼時，會傾向以裝死來回應威脅情境(Maren, 2008)。依據
進化論學者的看法，這種針對外在威脅採取適當調適行動的反應模式，有助於使
特定物種在天擇過程中通過環境的篩選而取得繁殖後代的優勢(Marks & Nesse, 
1994)。 
  在物競天擇的淘汰規則篩選下，對危險事物「應防而未防」付出的代價，往
往比對無害事物「不應防而防」付出的代價高出甚多，故能在演化過程中存活並
繁衍後代的物種，通常都是那些知覺系統偏重於能發現威脅、產生恐懼並迅速回
應的族群(Ö hman, 2008)。因此，包括人類在內的各種於演化過程中存活下來的哺
乳類動物，均傾向對於具有威脅性的資訊高度敏感，這種過度警覺的知覺系統偏
誤，雖可能淪於盲目恐懼而導致不理性判斷，但卻是使我們的祖先能在危險情境
中贏得生存繁殖機會的最大本錢(Hofmann et al., 2012; Marks & Nesse, 1994)。基
於此一物種演化趨勢的影響，恐懼情緒使人類在面對外來威脅的判斷過程中，逐
漸形成了「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損失趨避(loss aversion)心態，而於可能
遭致損失的高度不確定狀況下進行抉擇時呈現保守觀望的行為傾向(Kahneman & 
Tversky, 1984)。 
  恐懼與焦慮兩種情緒均是針對外在威脅而形成的心理狀態，故一般人常將之
混為一談。然而，嚴格而論，恐懼與焦慮並不相同。一般而言，恐懼是在可辨識
的激發事件出現後所出現的反應，而焦慮則是於具有威脅性的外在刺激尚未成形
而僅止於預期其可能發生狀態下產生的情緒。因此，焦慮可被視為尚未獲得有效
解決的恐懼，雖未聚焦於特定的外在實質威脅，卻經常導致不定期的恐慌不安
(Ö hma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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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恐懼訴求的機制 
  研究恐懼訴求的理論與模型，在立論重點上互有差異，文獻中可列述者至少
達十四種以上(Williams, 2012)。在各種理論模型中，論述較周延且邏輯相對嚴謹
者應屬集合「平行過程模型(parallel process model)」、「習得恐懼驅力模型
(fear-as-acquired drive model)」及「保護動機理論(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等眾家之長建構而成的延伸平行過程模型(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 
EPPM)(Witte, 1998)。 
  依據延伸平行過程模型(參見圖 1)，恐懼訴求的效果會受到三項關鍵因素的
影響，即： 
  (一)知覺威脅(perceived threat)：人們對一項存在或虛構的威脅所形成的認知。
知覺威脅的程度乃決定於該威脅的嚴重性與發生機率。 
  (二)知覺效能感(perceived efficacy)：人們對恐懼訴求者所建議的回應行
動有效性(無論該回應行動是否真有效用)所形成的認知。知覺效能感又可分為回
應效能感與自我效能感二者。 
  (三)恐懼：人們對特定威脅可能造成的危險或傷害所產生的負面情緒反應。 
知覺威脅
˙嚴重性
˙發生機率
差距
知覺效能感
˙回應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
恐懼
危險控制反應
(採取行動)
恐懼控制反應
(壓抑恐懼)
訴求訊息內容
威脅
效能感
無知覺威脅
無反應發生
個別差異
圖 1 恐懼訴求的延伸平行過程模型 
資料來源：Han (2014, p. 184) 
 
  恐懼訴求是否能夠發揮預期效果，須視威脅與效能感兩類訊息對標的群體所
能引起的反應而定。首先，如果威脅訊息未能激起標的群體的知覺威脅，則恐懼
訴求即會因標的群體沒有任何反應而宣告失敗。其次，當威脅訊息使標的群體的
知覺威脅升高時，即可能激發其恐懼情緒，而若恐懼情緒增長到超過某特定臨界
值時，標的群體即進入第二階段的評量，估算恐懼訴求者所建議的回應行動是否
有效(即：回應效能)，而且自己是否有能力採行(即：自我效能)，因而對其知覺
效能感造成影響，並可能導致如下二類反應中的一項(Witte & Roberto, 2009; 
Witte,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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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危險控制反應(danger control response)：人們的知覺威脅與知覺效能感均
高時，即傾向採取對抗反應，藉採取恐懼訴求者所建議的回應行動阻止危險災害
發生。 
  (二)恐懼控制反應(fear control response)：當人們知覺到高度威脅，但卻因知
覺效能感偏低而未能滿足解決威脅的需要時，即可能產生防衛性迴避行為，壓抑
自己的恐懼並拒斥恐懼訴求者所建議的回應行動。 
三、知覺效能感與恐懼的關係 
  依據恐懼訴求的延伸平行過程模型，恐懼訴求必須包含有效的威脅與效能感
資訊，才能一方面引發標的群體相當程度的知覺威脅與恐懼情緒，然後再藉建議
具有高度效能感的解決方案，使標的群體產生足夠的知覺效能感，而能在充分的
信心驅使下達成行為、意圖或價值觀的改變。相反地，如果建議解決方案對標的
群體所產生的知覺效能感不足以達到其所期待的強度，則將在恐懼控制反應的驅
使下，造成其強迫自己壓抑恐懼情緒，不願面對現實，並處於長期的恐慌壓力下
焦慮難安(Witte & Roberto, 2009; Witte, 1998)。 
  由上述論證可知，標的群體的知覺效能感強弱乃是決定恐懼訴求成功或失敗
的關鍵因素，故如何促使標的群體產生高度的知覺效能感實為設計訴求方案必須
優先考量的重點。關於促成個人效能感產生的過程，Bandura (1977)列舉了四項
主要來源，即：績效成就、間接體驗、言語說服及情緒激勵。在以上的效能感來
源中，前三項較偏向客觀事實的陳述，而第四項則以振奮個體的心理與生理狀態
以提升其自我效能感為手段來強化其知覺效能感的信念。例如，作戰或運動比賽
前的精神動員喊話，即是常見的情緒激勵手段。 
  在另一方面，基於理解(construal)在引導人們對客觀事實進行知覺並採取回
應行動時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即使針對效能感的前三項來源：績效成就、間接體
驗與言語說服設計社會行銷策略，亦有必要深入探究社會現象的心智表徵，並持
續監控特定情境中的微妙系絡線索，以及和這些線索具有相互關聯的社會意義，
才能真正發現與了解人們對特定客體或事件所賦予的意義，同時更即時掌握其表
徵意義轉變的實際脈動(Carvalho & Mazzon, 2013)。 
肆、食安問題、恐懼情緒與區域發展 
  當前的食安問題，只是引發社會恐懼情緒並導致廣泛討論與普遍關切的議題
之一，但卻隱約浮現出各級政府眾多施政問題之冰山一角。如果我們能經由此一
食安問題深切檢討當前政府施政的缺失並立即著手矯治，可能尚有機會亡羊補牢，
力挽狂瀾。然而，若政府單位仍只圖粉飾太平，而社會大眾亦不願正視威脅事件，
反而採取逃避現實的恐懼控制反應，則區域發展停滯乃至系統崩潰的演變趨勢恐
將難免。以下將首先討論免於恐懼自由的時代定位，繼之以引用一則網路寓言以
揭示當前政府施政心態的偏誤現象，並據以提出矯治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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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免於恐懼自由的時代定位 
  美國羅斯福總統在其 1941 年提出的國情諮文中揭示了四大自由，即：言論
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及免於恐懼的自由，並於 1948 年被聯合國納
入世界人權宣言相關條文的內容中(United Nations, 2007; Kloppenberg, 2006)。在
上述四大自由中，免於恐懼的自由，其主要意旨係聚焦於美國經濟大衰退時期的
社會安全問題，並強調由政府建立制度架構以保障社會大眾免於受到經濟體系運
作失靈的威脅(Kennedy, 1999)。然而，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免於恐懼自由的內
涵卻非但未能與時俱進，並完善周延地訂入法令條文以保障人民生活安全，反而
有逐漸淪落為一項被遺忘自由的趨勢，故實有必要重新擴大檢視，以期提醒社會
大眾給予更高程度的重視(Spigelman, 2010)。 
  在極權專制國家，獨裁統治者常使用嚴刑峻罰製造恐懼來威脅人民順服，緬
甸知名的民主鬥士與 1991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曾以「免於恐懼的自由」
為題發表演講文稿，列舉人民所憎惡的貪瀆、營私、愚昧與恐懼等四大腐敗，而
其中恐懼的腐敗大多是由其他三項腐敗衍生而成，並會逐漸侵蝕及毀壞社會中的
是非觀念。在另一方面，年復一年的漫無章法政策、無能的行政措施、急遽的通
貨膨漲及不斷下滑的實質所得，都是讓人們怨聲載道的根源(Aung San Suu Kyi, 
1992)。 
  事實上，免於恐懼的自由並非一項獨立存在的基本權利，而常需和聯合國世
界人權宣言中所列舉的從生命、財產安全到歧視、剝削、奴役，乃至經濟、社會
與文化生活等各個層面相互連結。因此，當代各級政府不僅應消極地尊重這項權
利，更有責任採取積極行動實現這項權利，並保護人民不致因遭受各種官方或非
官方的侵害而產生恐懼(Spigelman, 2010)。 
二、溫拿與魯蛇的網路寓言 
  溫拿與魯蛇是網路正夯的流行語，分別代表勝利者(winner)與失敗者(loser)
的諧音。最近，在網路的批踢踢實業坊，貼著這麼一則網民自創的寓言，強烈反
映出政府官員的不食人間煙火，只知一味強調冷冰冰的統計數據，卻無感於小民
恐懼與焦慮心情的真實寫照。今將該寓言的原文錄之於下(AnimalFarm, 2013)： 
有一天，溫拿跟魯蛇一起到郊外玩。忽然，遇到一個面貌凶狠的人拿著
刀擋在路上，他說：「此路是我開，此樹是我栽！」  
魯蛇相當害怕、相當懊惱：「噢！我們怎麼遇到這種事....」  
溫拿看到魯蛇的態度，搖搖頭，覺得魯蛇太懦弱了。他認為大家可以好
好溝通，所以，身為溫拿的他，輕咳了兩聲：「咳咳！不好意思，我覺
得這位仁兄講的話，有一些錯誤之處，讓小弟我來為您指出，這條道路
怎麼會是你開的呢？」  
他拿出了一張「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圖」，上面清楚記載這一塊是道路用
地，民國幾年劃定的，早在眼前這個人出生之前。所以，這條路不可能
是這個人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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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這棵樹嘛....」溫拿又取出了「年輪測量工具」，往樹幹上刨了一
個洞。取出的樣本，經過計算之後，發現這棵樹已經有 3000 歲了。顯
然，也不可能是他栽植的。  
最後，溫拿做出結論：「我認為，從證據上來看，你的說法與事實不完
全吻合。」 
這時候，那個人怒了，手上大刀一晃，架到了溫拿的脖子上。溫拿嚇個
半死！不懂為什麼這個人如此生氣？  
魯蛇看到，趕緊打開包包。他的包包裡什麼圖表或工具都沒帶，就只有
錢。魯蛇把包包裡所有的錢，都倒了出來，笑著拿給了那個人：「這位
大爺，此路是你開，此樹是你栽，我們孝敬您老人家的一點心意，就請
你收下，饒過我們性命吧！」那個人取了錢，眉開眼笑，把大刀一收，
揚長而去。  
回程途中，溫拿百思不得其解，自己明明針對那個人說的話，做了詳細
且充分的探討，為什麼那個人要生氣？反而魯蛇的回答，毫無邏輯，卻
能讓那個人眉開眼笑？  
「唉！你是真不懂？還是心知肚明卻假裝不懂？」魯蛇嘆了一口氣。  
「每個人都知道，他是強盜，要的就是錢！你為什麼要執著於他講出口
的話，卻不去思考他沒講出來的後面兩句呢？」  
「你喜歡講道理，認為一件事情可以好好討論，你以為世界就是這樣運
作的。這無妨，抱持著這樣的理論，沒什麼不好。但是，你現在實際走
在路上，遇到人手裡拿著刀，甚至，還把刀架到你脖子上了。你發現講
道理沒有用，反而把對方激怒，卻不認為是自己的理論錯了，反而認為
是對方沒聽懂。是對方搞錯了道路的沿革，是對方記錯了自己栽種的是
那一棵樹。」  
「拜託！正視現實吧！現實永遠是對的。」  
「對方真正想要的，用動作、用表情、用聲音、用行為，大大方方傳達
給你了！你卻摀起耳朵、遮住眼睛，不願意去聽、去看、去想。每個人
都知道對方真正的企圖是什麼。只有你活在自己的理論世界裡，不願意
面對。」  
「真不知道我是魯蛇，還是你才是真正的魯蛇？」 
最後，魯蛇留下這句話，獨自一人離去。留下一臉失落的溫拿，在原地
不知所措。 
三、恐懼訴求的政策意含 
  奇蒙子(きもち)是臺灣社會經常可聽到的一個日文外來語，其在日文中的本
義是「感覺」，但在臺灣也經常被轉譯為「心情」的代用語。若僅就恐懼訴求的
延伸平行過程模型而論，政府施政的重心固然應揭示對民眾生活有威脅的相關訊
息，並尋求及建議有效的解決方案，使造成人民恐懼與焦慮的威脅事件消失無形。
然而，各級政府官員亦不應忽略民眾的奇蒙子或感覺，俾免於不斷受到如前節寓
言中所描繪的溫拿此一無感角色不知民間疾苦的譏諷與批評。 
  如前所述，恐懼訴求模型中會引發恐懼情緒的因素是人們的知覺威脅，而非
威脅本身。同時，人們用以評量究應採取危險控制反應抑或恐懼控制反應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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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因素，則是其所知覺的效能感，而非效能感的客觀估算結果。因此，如何以
同理心深入了解人們的切身感受，並據以提出能提升其知覺效能感的建議方案，
方可能對有效紓解人們的恐懼情緒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事實上，食安問題僅是導致社會恐懼焦慮情緒的冰山一角，其他如：國家競
爭力衰退、政治紛擾不安、社會治安惡化、教育體系混亂、未來前景不明，在在
都可能是造成人們恐懼的根源。美國新聞評論家 Henry Mencken (2006)經常被引
述的名言：「每個有關人的問題都會有一個眾所周知的解決方案－雖然外表工整、
貌似合理，但卻完全錯誤」(p.511)。因此，如不能在苦民所苦的前提下設計今後
的施政方針，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官員卻依舊一味執著於所謂客觀的冰冷
數據資料，勢將持續遭遇政策抗拒與民心不滿，而國家各個區域的建設發展亦必
難有所建樹。 
伍、結語 
  社會行銷之目的係在應用行銷知識爭取標的群體自願改變行為、意圖與價值
觀，而和他們共同建構良善的社會生活。隨著時代的演進，社會行銷的理論與實
務已逐漸轉化，在傳統偏重理性認知的內涵裡加入了感性情緒的元素，並融合標
的群體之觀點，經由價值合創途徑設計更貼近標的群體感覺的問題解決方案。其
次，社會行銷領域被廣泛採用的恐懼訴求策略，依據其多年來所發展的理論基礎
與實務經驗顯示，紓解恐懼情緒之成功關鍵端在增進標的群體的知覺效能感，俾
使其產生足以消弭威脅因子的信心。 
  本文依據社會行銷及恐懼訴求架構，由食安問題與黃色小鴨熱潮切入，針對
當前區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病態現象進行探討後指出，當政府不能為民眾提供有
效解決方案以使其產生高度知覺效能感時，民眾即只能自求多福，並寄情於黃色
小鴨之類的萌化玩偶，以期獲得療傷止痛的效果。然而，如果各級政府仍然只圖
藉著施放煙火、展覽玩偶或舉辦嘉年華會來轉移焦點、粉飾太平，卻任由恐懼情
緒滋生而無力針對導致恐懼之威脅因子提出具體防治對策，則社會大眾人心惶惶、
焦慮難安的感覺勢將持續漫延。長此以往，在人民無法安居樂業、大眾生活日趨
困頓的窘境中，欲求區域永續發展將無異緣木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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